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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世紀末始，甲骨的發現迄今已達１５萬片以上，〔１〕在這十數萬片甲骨中，還

很少有一版甲骨能像“家譜刻辭”那樣受到學界研究的高度重視。由於“家譜刻辭”的

真假涉及商代的繼承制度、親屬制度、社會形態等重要問題，意義重大，因此長久以來

都是學界專家關注的焦點問題。

“家譜刻辭”收於《庫方》１５０６，今又見録於《英藏》２６７４（見圖一），現藏於大英圖書

館，是研究商代家族制度的寶貴資料。其文記：

兒先祖曰吹。

吹子曰■。

■子曰 。

子曰雀。

雀子曰壹。

壹弟曰启。

壹子曰丧。

丧子曰养。

养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

御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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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２年。近年，孫亞冰女士重新統計認爲應該爲１３

萬片左右。見孫亞冰：《百年來甲骨文材料統計》，《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圖一　《英藏》２６７４正

■子曰 。〔１〕 （《英藏》２６７４）

關於它的流傳、真僞及諸家看法，胡厚宣曾在《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問題再商榷》

一文中已有詳細介紹。〔２〕大致説來，董作賓、郭沫若、容庚、唐蘭、胡厚宣、金恒祥、嚴

一萍、齊文心等先生都認爲是僞刻，而陳夢家、張政烺、朱德熙、馬漢麟、孫海波、于省

吾、饒宗頤、李學勤、張秉權、白川静、艾蘭等先生則認爲是真品。〔３〕現分别以胡厚宣

先生和于省吾先生爲典型代表，各舉其理由如下：

胡厚宣先生以爲《庫方》１５０６的胛骨亦真，而其上所記家譜刻辭爲贋品，其理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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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卜辭文字多從陈梦家先生的隶釋，見陈梦家：《殷虚卜辭綜述》第４９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其中，■字

暂從《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所隶，見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第１１０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８

年；■字暫從張秉權先生所隸，見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第３６４頁，臺灣“國立”編譯館１９８８年；■

字暫從饒宗頤先生所隸，見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第７４０頁，香港大學出版社１９５９年。以下所

引諸家觀點，如未作説明，皆同此注。

胡厚宣：《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問題再商榷》，《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第２５４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致如下：

（１）這一胛骨没有鑽鑿灼痕，本非卜辭，不能稱“貞”，因爲“貞”是卜問的

專用字眼，不能用於記事刻辭，然胛骨右邊卻有“貞”字。

（２）家譜刻辭的“子”是武乙、文丁時的寫法，■是武丁時期的子名，兩者

拼湊得不倫不類。兒字内多一横筆。

（３）弟在甲骨文中無作兄弟之義。

（４）家譜人名或出抄襲，或出杜撰。

（５）家譜人名都不見殷世系中，又皆無十干日名字樣，與卜辭全然不同。

（６）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金璋氏舊藏 Ｈｏｐｋｉｎｓ１１１０也有類似的家

譜刻辭，先在右方領先刻“貞曰”二字，然後自右而左，刻字十三行，除第一行

爲六字以外，其餘的每行皆四字，略稱某某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稱

祖者一，稱子者十，稱弟者二。除養名與《庫方》大骨相同外，其餘均不相同。

其上部另有四行刻辭，全屬杜撰。以此例彼，《庫方》大骨亦是僞作。

（７）胛骨上只一份家譜，其頂端不應有分隔兩辭的界綫。

于省吾先生則信之不疑，〔１〕並就胡先生的諸點疑問逐一加以解釋，其理由大抵

如下：

（１）家譜刻辭出現以前，甲骨文著作只有《鐵雲藏龜》，出版於１９０３年，

距離甲骨文的發現只有４年，比之家譜刻辭的出現也早不了幾年。

（２）兒字中間多出的横劃乃是羡劃，這一類在甲骨文中較爲常見，不足

爲奇。

（３）家譜刻辭中的“先祖”二字，又可見１９２６年出版的《殷契佚存》第８６０

片，這是作僞者無法見到的。

（４）家譜刻辭中的 、雀二人名字寫法罕見，只有後出（１９４８—１９５３年）

的《乙編》６９和１５４８兩片才有這樣的字。這也是作僞者無法知曉的。

（５）家譜刻辭中的弟均作从己戈聲，爲前所未見的初文，非作僞者所

能知。

（６）家譜刻辭中的養字，又見後出的《京津》３００６等卜辭，亦非作僞者所

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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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于省吾：《甲骨文“家譜刻辭”真僞辨》，《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以下所引于老觀點，如未作説明，皆同

此文。



（７）《殷契卜辭》第２０９片記：“子曰□，［子］曰 ”，顯然亦是一塊殘缺

的家譜刻辭，可知類似《庫方》１５０６的家譜刻辭不是孤例。

後來張秉權在于省吾先生的基礎上又補充了“吹”字的證據。張先生指出《拾遺》

１３．４片尾甲記有“吹”字，亦是作僞者所不能見得。〔１〕此外，美國學者艾蘭先生則從

新角度對“家譜刻辭”進行探討，她利用顯微鏡技術細緻考察了“家譜刻辭”的刻劃，認

爲“家譜刻辭”當屬真品，並對它的字體及時代作了推論，認爲“家譜刻辭”字體接近■

組、歷組字體，其時代當在武丁時期。〔２〕近年卻有學者據艾蘭先生所觀測字體而得

出相反結論，以爲“家譜刻辭”仍屬僞刻。〔３〕

可以説關於“家譜刻辭”的相關研究已經彙集了學界的衆多學術名家，且都能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儘管關於“家譜刻辭”的争論仍未平息，但正反雙方都能積極發掘

證據，從各個角度論證自己的觀點，進而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家譜刻辭”的研究工作，

這是非常令人稱道的。

上述專家已經討論過的，筆者將不再贅述。在此，筆者僅就一些此前專家們尚未

注意到或注意不够的地方談談自己粗淺的認識，並就正於方家。

我們的探討擬從“家譜刻辭”所記末世譜系“■子曰 ”中的“ ”字入手，這也是

長久以來，認爲“家譜刻辭”屬僞刻的專家用來質疑“家譜刻辭”真實性的重要證據。

先來看此前學界對“家譜刻辭”中“ ”的認識。

饒宗頤先生最早以“ ”爲“商”字，後來于省吾先生作了進一步的論證，他認爲，

“ ”爲“■”字（■即商之繁文），“子■”二字曾見於《鐵雲藏龜》（１５１．１），但“家譜刻

辭”爲什麽改■爲 ，乃舊所不知。而卜辭中的■，上部作 或 者習見，其作 乃

形的變體。因此 即■，這也證明 字不是僞造的，因爲作僞者是無法知道字的

演變的。李學勤先生從其説。〔４〕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對所謂“子商”〔５〕的身份認

識卻有所不同。饒宗頤先生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一書在談及子組卜辭的人名■時

指出，“大英博物院藏骨譜云：‘御子曰■，■子曰商’，當即此人，疑是子商之父。”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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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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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第３７０頁。

艾蘭：《論甲骨文的契刻》，收入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下編上册，第２０３—２１６頁，中

華書局１９９２年。本文所引艾蘭先生觀點如未作説明，均同此文。

曹定雲：《〈英藏〉２６７４“家譜刻辭”辨僞》，《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以下所引曹先

生觀點，如未作説明，皆同此文。

李學勤：《再論家譜刻辭》，《華學》第七輯，中山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以下所引李先生觀點，如未作説

明，皆同此文。

“ ”是否爲“商”，還有待證明，見後文。



勤先生贊成饒先生的看法，並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家譜刻辭最後兩世的■和商均

見於子組、賓組和歷組卜辭中。子商有自己的譜系，輿商王室没有直接的血緣關係。

于省吾先生則認爲“家譜刻辭”中“■”並非武丁之子的“子■”，即非武丁卜辭中常見

的“子商”。儘管如此，以上專家對“家譜刻辭”中“ ”均無懷疑，也都相信“家譜刻辭”

的真實性。

從胡厚宣先生開始，許多認爲“家譜刻辭”屬僞刻的學者一直對其中的“ ”字提

出質疑。如金恒祥以爲“商”字徑改爲“ ”，則不成字矣。〔１〕齊文心先生亦認爲“家

譜刻辭”中的人名不少是未見於甲骨文的怪字，其中就有“ ”字。齊先生認爲那些怪

字（包括“ ”字）可能是作僞者依據其他字形稍加變化而製造出來的。〔２〕對此，曹定

雲先生也深以爲然。

筆者以爲，關於“家譜刻辭”中的“ ”是否讀爲“商”固然還有待進一步確證。然

而，據此認爲“家譜刻辭”屬僞造的看法也是有待商榷的。這是因爲在殷墟卜辭中，除

“家譜刻辭”以外，還存在其他卜辭亦記有“ ”的情況，這是此前研究中一直没有注意

到的。

壬子卜，貞： 伯 亡 。 ■小字類（《合集》２００８７）

筆者以爲，這片卜辭意義重大（見圖二），因爲它爲我們考察“家譜刻辭”的真僞問

圖二　《合集》２００８７

題提供了多層次的價值，試析如下：

其一，在字體特徵上，自于省吾先生指出“家譜刻辭”

中的 、雀、弟、養等諸字寫法均是作僞者所不能見之以

後，這樣的研究思路也得到了其他學界專家的認可。如張

秉權在于省吾先生的基礎上又補充了“吹”字的證據。今

依《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所記，《合集》２００８７卜辭見

《歷拓》７７１８，原拓藏於山博。〔３〕亦見《山東省博物館珍

藏甲骨墨拓集》第１５８８片。〔４〕其中的 字寫法與“家譜

刻辭”全同，當是同一個人。〔５〕筆者以爲《合集》２００８７中的“ ”字亦是作僞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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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金恒祥：《庫方二氏甲骨卜辭１５０６片辨僞兼論陳氏兒家譜説》，《金恒祥先生全集》第１３９—１９２頁，臺灣

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０年。

齊文心：《關於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第５２３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劉敬亭：《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甲骨墨拓集》，齊魯書社１９９８年。

這一點通過後文的研究亦可得到進一步的證明，見下文。



知曉的，其根本無法憑空創造出“ ”字來。此前專家們對“家譜刻辭”中“ ”字的質

疑是没有根據的。“家譜刻辭”當爲真品。《合集》２００８７中“ ”字的發現爲我們判斷

“家譜刻辭”的真僞問題提供了一例寶貴的新證。

其二，在歷史史實上，這也是最爲可貴的一點，在《合集》２００８７中，“ ”被稱爲

“伯 ”，“ ”字的發現固然重要，而其前面所帶“伯”字的價值更是一字千金，因爲

這一稱呼更是完全可以和殷墟卜辭所載兒氏家族的歷史史實相互映證。在卜辭和

商周金文中常見有“伯某”稱謂，其中的“伯”一般表示家族首領，“某”爲私名。〔１〕

“伯 ”稱謂亦當作如是觀，即是對作爲家族長的“ ”的稱呼。“家譜刻辭”末三世

又記：“御弟曰■。御子曰■。■子曰 ”，其中的“ ”即是私名，而“子”顯然是就

繼位爲兒氏家族長的嫡長子（即宗子）而言的，故“ ”爲兒氏家族首領無疑，這與

“伯 ”稱謂所反映的史實完全相符。可以説，《合集》２００８７中“伯 ”的發現證實

了“家譜刻辭”對“ ”作爲家族長身份的正確記載，它第一次爲我們溝通了“家譜刻

辭”中兒氏家族與其内部人物（ ）之間的身份關係，這是作僞者所不能認識到的。

另有一組卜辭亦值得注意：

甲午卜，亘貞：翌乙未易日。王占曰：“有求，丙其有來艱。”三日丙申，允

有來艱自東。畫告曰：“兒［伯］ 。” 典賓類（《合集》１０７５）

東，畫告曰：“兒伯 。” 典賓類（《合集》３３９７）

以上兩版卜辭當屬同文。《合集》１０７５中的“伯”字實據《合集》３３９７而補。這兩

版卜辭中的“兒伯”亦可能是對兒氏家族首領的稱呼，〔２〕然由“伯”字後殘，尚不知爲

何人，疑爲■或 。

由此可知，“ ”是兒氏家族長，其稱“伯 ”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家譜刻辭”屬僞

刻，那麽作僞者焉能憑空製造出“ ”字？又焉能知曉“ ”與兒氏家族之間不僅在血

緣，甚至在家族身份（即家族長）上的必然聯繫？“家譜刻辭”當屬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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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關於“伯”字的含義還可以參見陳絜先生的具體研究，詳見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３５６—３６６

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７年。

按卜辭及金文中的“某伯”稱謂例，其中的“伯”有兩種可能，一是指家族首領；一是表示爵稱。因此，其

中的“兒伯”稱謂也不能完全排除後一種可能。上古時候常常是國族合一，一個大的宗族有時就可以稱

得上是一個國家。如《尚書·堯典》記載堯的功勳時説他能够“協和萬邦”，其中的“萬邦”其實是就各個

氏族而言的。因此“某伯”的“伯”雖指家族首領，而這樣的家族首領亦可能是邦國首領。如果“伯某”的

“伯”亦可表示邦國首領的話（此類情況有待進一步證明），同樣可以説明“伯 ”與“兒伯”在身份上的

相合，姑且記之。



其三，在甲骨時代上，艾蘭先生指出，在顯微鏡下檢驗，“家譜刻辭”字形特殊，但

刻辭的時期大約是武丁時代。而《合集》２００８７卜辭的發現進一步證實了艾蘭先生的

合理推斷。因爲《合集》２００８７屬■小字類字體，其時代無疑是在武丁時期。重要人物

“ ”既見於“家譜刻辭”，又見於《合集》２００８７，可知两者所處的時代當近同。

其四，在書體風格上，艾蘭先生曾對“家譜刻辭”的書體作了細緻的觀察，其研究

指出，“家譜刻辭”中的“貞”、“子”、“曰”等字的寫法與■組、歷組近似。而《合集》

２００８７的發現也再次證明了艾蘭先生這一論斷的可靠性。

簡要對比“家譜刻辭”與《合集》２００８７可知：“家譜刻辭”中的“貞”字作 ，《合集》

２００８７的“貞”字作 ，其下半雖殘，但上半保存較好，可清晰看出其風格與“家譜刻

辭”中的“貞”字一致，都是方肩形；“家譜刻辭”中的人名作 ，《合集》２００８７則作 ，

兩者上部均作圓圈形，風格近同。可見在書體風格上，“家譜刻辭”與屬■組的《合集》

２００８７卜辭確實較爲相近。

這裏我們還要簡單談談本版胛骨中的“貞”字問題。關於這一問題，學界存在争

論。胡厚宣先生以爲“家譜刻辭”没有鑽鑿灼痕，本非卜辭，不能稱“貞”。這應該是由

於胡先生並未目驗“家譜刻辭”而引起的誤解。對此，艾蘭先生已指出，“家譜刻辭”的

最右邊刻有“貞”字，該部分反面有兩處鑽鑿，其靠下一處有灼痕。而張秉權先生亦

謂，“家譜刻辭”右上端那個自成一行的“貞”字，其自爲一個單位，與譜文無關。甚是。

據此，筆者以爲，“貞”字應單獨成辭，屬卜辭，而不屬刻辭。因此，傳統以“家譜刻辭”

來命名本版胛骨，嚴格來説並不科學，因爲除了“家譜”這種記事刻辭外，還存在像

“貞”這種用於占卜的記録辭，它當是一版卜辭與記事刻辭相間的胛骨。然鑒於傳統

稱呼已成習慣，故本文亦暫稱爲“家譜刻辭”。當然，對於本版胛骨中的“貞”字，張秉

權先生還提出過另一種可能，即以“貞”爲“正”的解釋，但他自己也不傾向這種解釋。

筆者以爲，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殷墟記事刻辭數量不少，卻均不以“貞”字開頭，即

“貞”字似不用於記事刻辭中。故筆者暫不取此説。

此外，趙鵬女士在整理■小字類卜辭中的人名時曾把“家譜刻辭”納入其中。〔１〕

筆者以爲，趙女士的看法已意識到了“家譜刻辭”和■小字類卜辭在風格上的相近特

點，這是合理可信的。然而，這裏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家譜刻辭”與《合集》２００８７

卜辭風格相類，但我們是否可以直接把“家譜刻辭”劃歸■小字類卜辭呢？

這就涉及“家譜刻辭”的性質問題。如果我們把“家譜刻辭”歸爲■小字類卜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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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研究》第１４３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但其以爲兩者時代可能不同，這是值

得商榷的，因爲重要人物“ ”既見於家譜刻辭，又見於《合集》２００８７，由此可知兩者所處的時代當近同。



那也就意味着“家譜刻辭”屬於王卜辭了。〔１〕而這一點單從“家譜刻辭”的記述上看，

似乎還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爲“家譜刻辭”整版内容所記皆於王卜辭有别，並無任

何聯繫，把它歸入王卜辭恐怕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據“家譜刻辭”所記内容，筆者暫時

將其歸入子卜辭，即以爲其主體是商代貴族。

此外，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我們把“家譜刻辭”歸爲武丁時代的子卜

辭，那麽這位商代貴族與商王室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换個角度説，即是“家譜刻辭”

所記家族及其成員與商王室之間是否存在血緣關係？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大

致可以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如前輩學者在此前研究中已經提到的一些很好的綫索，如饒宗頤、李學勤兩

位先生均把“家譜刻辭”中的“ ”看成是武丁卜辭中常見的“子商”。但這一綫索仍然

存在兩點需要進一步證明：一是“ ”是否爲“商”字？雖然于省吾先生對此作過論證，

但那僅是從其他偏旁所作的推論，目前仍然缺乏直接的證據。二是即便“ ”是“商”

字，那它是否就是武丁卜辭常見的“子商”？如果是的話，那“家譜刻辭”的性質就可以

得到確認，即爲武丁時代的子卜辭。因爲武丁卜辭中常見的“子商”一定與商王之間

存在親密的血緣關係，僅舉數辭如下：

翌乙酉，呼子商酒伐于父乙。 賓一類（《合集》９６９）

貞：子商有■于父乙，呼酒。一 賓一類（《合集》２９４４）

子商侑于父□一■□牛。 典賓類（《合集》２９４６）

貞：呼［子］商侑于兄 。 典賓類（《合集》２９４７）

以上是占卜子商向商王武丁親屬，甚至是直系親屬進行祭祀的情況。在初民社

會，“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這是當時家族祭祀的基本原則。

如是，子商必屬子姓貴族，與武丁具有密切的親緣關係，“家譜刻辭”就當屬於與商王

存在血緣關係的一種子卜辭。

子商是武丁時代最重要的“子某”之一，與武丁卜辭中的其他“子某”相比，關於他

的卜辭也是較爲常見的。從與之相關的卜辭上看，他與商王武丁之間一定存在親密

的血緣關係。而“家譜刻辭”中自有譜系的“ ”是否確爲“商”字，是否就是武丁時代

卜辭中常見的與商王存在密切血緣關係的“子商”？這都是有待進一步確認的。如于

·５８·

“家譜刻辭”研究新證

〔１〕關於“王卜辭”和“非王卜辭”的概念，學界使用範圍較爲寬泛，不僅包括占卜刻辭，而且包括了各種記事

刻辭在内。在此，爲研究方便計，筆者暫時把僅包含占卜刻辭的視爲其狹義概念，把包括占卜刻辭與各

種記事刻辭在内的視爲其廣義概念。筆者此處的“王卜辭”和“非王卜辭”是就其廣義概念而言。



省吾先生認爲“家譜刻辭”中的“ ”並非武丁之子的“子商”。

在上述前輩學者所提到的綫索之外，亦可能存在第二種情況，就是“家譜刻辭”中

的“ ”不是武丁卜辭中常見的“子商”，但他與“子商”相似，都是與商王存在血緣關係

的“子”，其家族也與商王存在親屬關係。關於這一點，目前也還需要更多的堅實

證據。

第三種情況就是把“家譜刻辭”視爲其主人與商王之間毫無血緣關係的一種甲骨

刻辭。但這種情況就目前所發現的甲骨來看還較爲少見。既便是非王卜辭，其主人

亦多是與商王之間存在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的“子”。

在以上的三種可能中，也許我們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傾向，〔１〕但無論是在證據

還是在論證過程上似乎都還有待增强。

綜上所論，筆者以爲，儘管“家譜刻辭”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近二十餘

年來，人們關於“家譜刻辭”的探討多是建立在舊有證據的基礎上，新證據，尤其是直

接性證據的發掘還不够充分。“家譜刻辭”中的“ ”又見於《合集》２００８７卜辭，這一新

證對我們探討“家譜刻辭”的真僞等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它爲“家譜刻辭”的研究提

供了多層次的價值，包括了字體特徵、歷史史實（血緣和家族身份）、甲骨時代、書體風

格等諸多層面的映證，尤其是自“家譜刻辭”研究以來，它首次爲我們證實了“家譜刻

辭”中兒氏家族與其内部人物（ ）之間的必然關係。這是此前“家譜刻辭”研究中所

未見的。這種多層次的相合無法被視爲一種偶然，相反，它恰恰説明，家譜刻辭當屬

真品。此外，筆者以爲，“伯 ”的出現亦當不是一種偶然，因爲“家譜刻辭”所記兒氏

家族的末代首領正是“ ”，如果説兒氏家族還有首領在世的話，那可能性最大的就莫

過於其家族最後兩世的■或 了。關於兒氏家族中的“■”，李學勤先生已有很好的

研究，可參，筆者兹不贅述。如是，“伯 ”的發現就當不是偶然了。從“家譜刻辭”所

記内容來看，筆者暫時將其歸入子卜辭。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家譜刻辭”所記家族及其成員與商王室

之間的關係問題。與此前研究的相關證據相比，《合集》２００８７卜辭的證據顯然更爲直

接，它所體現出的多重價值亦更具優勢，如它不僅從正面回應了學界長久以來對“ ”

字的質疑，而且前人研究中的諸多推斷，如艾蘭先生對“家譜刻辭”字體及時代的推斷

等，在《合集》２００８７卜辭中都能够得到直接體現。此外，它還能傳達出前所未有的新

信息，即確證了“家譜刻辭”對“ ”爲家族首領身份的真實記載等。但僅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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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筆者自己也不例外，就目前看來，筆者以爲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大。



２００８７仍然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如在關於“家譜刻辭”所記家族及其成員與商王室之間

的關係問題上，雖然筆者簡要勾勒了幾種可能性，但問題本身並没有得到解決，無論

是哪一種可能恐怕都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更爲堅實的論證。對此，日後相關證據的

新發現或相關甲骨的綴合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附記：本文承蒙朱鳳瀚先生提出寶貴修改意見，深表謝忱！

（黄國輝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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